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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当代中国的 “第三领域”:
内在谱系与演生逻辑􀆽

李 毅1 魏培晔2

(1. 重庆大学,重庆400044;2. 中国人民大学,苏州215123)

摘 要:当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广泛而独特的 “官民二重性”现象,可视之为国家

与社会交叠互动所形塑而成的 “第三领域”。梳理当代中国新型第三领域的内部构成,
发现其包括人民团体与免登记社团、事业单位、官办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具

有政治性的民间组织等,并可建立统一的分类谱系,将不同类型的组织各归其位,由此

拓展第三领域的概念边界。第三领域是 “国家权力渗透度”与 “社会力量发育度”两种

力量交互塑造的结果,国家权力渗透度的高低主要受制于权力基础结构的发展,也受到

国外治理理念和技术的影响;社会力量发育度的高低主要是不同经济形态的产物,同时

也受到外来结社观念和策略的作用。据此可以构建起解释第三领域扩张和收缩、产生和

演变的整体性框架,中国青少年公益慈善的发展和变迁为这一解释框架提供了具有说服

力的经验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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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象引入:独特而广泛的 “官民二重性”

在中国的社会领域,广泛存在着一种独特的 “官民二重性”现象。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及

其发起、运营的公益项目 “希望工程”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官方性与民间性,或曰行政性与

社会性,在该公益组织和项目的各个层面共同存在且水乳交融。此种 “双重性”贯穿于其组织结

构、日常运作、身份认同乃至社会认知始终。在这一组织和项目中,官民双重属性并行不悖、交

叠融合。此种现象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官办基金会,慈善会系统,各类行业协会、商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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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促进会,以及人民团体、免登记社团、事业单位,还有数量庞大的村委会和居委会等基层群

众自治组织,乃至于部分具有政治性的民间社会组织,均具有鲜明的 “官民二重性”,差别仅在

于其中 “官方性”与 “民间性”的搭配比例而已。
如何认识此种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独特现象? 公民社会理论将之视为异常和变态,但这

无助于解释其广泛性和持久性。统合主义理论则将此类组织称为 “派生型组织”[1],它们在人事、
财务和核心决策等实际运作上附属于其发起者。该理论对于理解官办社团较为有力,但无法将人

民团体、基层群众组织等丰富的组织类型纳入解释。在 “行政吸纳社会”理论视域下,此类 “准
第一部门”组织是政府有意支持的结果,为的是实现对于自发市民社会的 “功能替代”[2]。这一

见解极为深刻,但在该理论中,“官民二重性”只是作为一种次生现象被对待。

二、第三领域:文献述评与问题提出

“第三领域”是一个极具潜力的概念。所谓 “第三领域”,是指 “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合一的过

程中所形成的中间领域”[3],国家与社会均参与到这一空间中,从而塑造出其 “超出国家与社会

之影响的自身特性和自身逻辑”[3],并且这一领域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制度形式与特

征。新概念、新提法背后折射的是观念变更与思维转换。第三领域旨在反思并拒绝国家与社会截

然两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从 “国家-社会”两分法转向 “国家-第三领域-社会”
的三分法[4]260-285,进而把握中国国家与社会 “二元合一治理”的历史与现实,最终建立起其所

设想的 “二元合一”的新型实践政治经济学。
对于这一国家与社会交叠重合所形塑的第三领域,在黄宗智的研究中,其所对应的历史与现

实经验证据集中于村庄治理、县域行政、司法体系等。具体包括:其一,晚清以 “乡保”等准官

员和纠纷调解为主的半正式村庄治理,这种治理特征在民国时期乃至当下的乡村治理依然得到了

一定程度的保留或遗存;其二,晚清衙门行政中任职于各房的书吏和差役,同样是半正式的准官

员;其三,司法和正义体系中,占比颇大的由基层司法服务、工商管理部门 (消费者协会)、公

安部门参与的纠纷调解;其四,民国时期得到官府认可支持乃至协助组建的新型 “商会”,以及

晚清时期为推广新型教育而建立的部分科层化、部分半正式的 “劝学所”等组织。
受其引导或启发,许多学者围绕 “第三领域”展开了案例寻找与分析,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

司法体系与基层治理两个领域。对于前者,学者们关注到 “官批民调”“刑事和解”“人民调解”
“法院委托调解”等中国古今特色的司法实践。对于后者,既有以第三领域为背景,探讨农村扶

贫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多重治理[5],亦有关注城市基层政府与NGO基于不对等的资源交换和政绩

互惠,从而形塑出的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的 “第三域”,还有研究关注到街道层面政党和政府意

志的积极渗透、柔性控制与社区精英的主动参与,进而塑造出的具有混合属性的公共领域[6]。此

外,也有学者突破政府社会关系的范围,将第三领域运用于既非单纯政府干预、亦非纯粹市场调节,
而是政府与市场交互作用、优势互补的中国独特政企关系的分析,显示出这一概念的智识启发力。

对于上述工作,本研究认为:首先,在黄宗智的原初研究中,第三领域既是一种 “场域”和

“空间”,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在其中进退消长,但与之同时,第三领域也是以特定组织 (如商

会)、人群 (如乡保)或行为 (如纠纷调解)为代表的 “实体”,这赋予了该概念以实质性、确定

性与分析上的现实指向性。然而,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中对第三领域的简单比附调用,实则掏

空了这一概念,使其容易虚化为空洞的 “能指”。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更为接近第三领域本义

的,或许是兼具政府性与市场性的开发区管委会[7]。其次,司法体系中的第三领域研究,目前为

止提供更多的是例证,而非 “回溯前因”或 “追踪后果”的学理分析,这对于概念的内涵拓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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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拓宽难以提供有益帮助。最后,对于基层治理中第三领域的研究,随着科层体系不断向下拓

展,第三领域过往的宽广空间其实在持续遭到压缩,此时与其继续用倍数不断扩增的放大镜在原

地探幽析微,不如调转视角,直面 “房间里的大象”。本研究所谓的 “大象”,是指改革开放以

来,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而不断生长壮大的社会组织、民间结社、集体行动和公益慈善行为所共

同构成的 “社会”空间,及其与社会治理水平日益高明精细、不断进化的政府互动所形成的新型

第三领域。其具体的所指即前文已有所提及的慈善会,官办基金会,带有官方属性的行业协会、
商会、学会,人民团体,免登记社团,事业单位,城乡群众自治组织,以及许多具有浓厚政治性

的民间组织等。针对这些新型第三领域组织,本研究试图探究的问题是:其一,如何从整体上严

谨自洽地描述、刻画这一新型第三领域的内在构成? 其二,如何理解古今第三领域的 “常”与

“变”及其演生逻辑,乃至演变背后的动力源泉和作用机制?

三、分类谱系:当代中国第三领域的内在构成

当代中国新型第三领域组织的丰富构成,至少包括人民团体等几个大类,在每一大类内部,
又存在形态与特征差异不小的子类。不同类型之间,其官方性/国家性与民间性/社会性的配重相

去甚远。即使在社会性/民间性相当的 “第三领域组织”内部,亦有更加偏重于公益、互益或经

营性质的区别。为此,本研究试图以 “官方性-民间性”为主要维度,以 “公益性-互益性-经

营性”为次要维度,构建当代中国第三领域组织的谱系 (见图1)。

图1 当代中国第三领域组织的谱系

(一)人民团体与免登记社团

就法律身份而言,人民团体与免登记社团均属于社会团体,但可以不登记或免予登记。具体

而言,前者包括全国总工会、中国共青团、全国妇联等8家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
后者包括作协、红十字会、残联等15家团体以及中国文联所属的11个文艺家协会。此类团体通常被

称作 “二政府”,兼具政府机关与社会团体的双重属性,但往往官方性、行政性更为浓厚,具有较高的

行政级别。此外,这类组织大多拥有全国性组织体系,动员力、渗透力与执行力极为强大,且常常直

接参与公益慈善活动 (典型如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或通过设立协会和基金会间接参与。
近年来,群团组织的改革方向是,一方面加强党的领导,强化 “政治性”,另一方面则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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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引导、服务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强化 “群众性”[8],由此亦可见此类组织的第三领域特

性。相对于免登记社团,人民团体所面向的人群范围更大、领域更广,因此本研究将其置于图谱

中更靠近公益性的位置。
(二)事业单位

在官方设计中,事业单位被定位为经济社会发展中提供公益服务的主要载体。依据其社会功

能,事业单位可以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类。其中,公益服务

类事业单位根据职责任务、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同,又可进一步分为两个子类。其中公

益一类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主要承担义务教育、基础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

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公益二类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主要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医

疗等公益服务[9]。
在现实中,事业单位往往由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下辖,许多都拥有行政级别,负责人由主管

单位任命,且可以在党政系统、群团组织之间轮转调任,主要领导或是前政府官员,或是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主要经费也源于所属政府部门的财政拨款或项目承接,重大事务决策服从主管部

门指挥,具有显著的 “行政性”,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的规定来看,事业单位又属于具有 “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

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这一非营利法人属性,具有一定的 “社会性”。因此,这也是一类典

型的第三领域组织。按照官方性或民间性、公益性或经营性的深浅程度,本研究将三类事业单位

置于第三领域组织分类图谱中的不同位置。
(三)官办社会组织

官办社会组织是当代中国第三部门中 “官方性”与 “民间性”均极为鲜明突出的一类组织。
本研究将官办社会组织区分为官办基金会,慈善会系统,协会、商会和学会三类。

其一,官办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便是其中典型,同类组织尚有中国妇女发展基金

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等。此类组织由党、
政、军、司法或群团组织发起成立,但并不具备行政职能与权力,属于较为纯粹的公益机构。但

与之同时,此类官办基金会往往拥有行政级别,在组织内部治理、公益领域选择、资源动员、项目运

作、传播推广等方面,既受到有形无形的约束,也享有发起单位的组织体系、政府关系、信用背书等

资源加持。依托于其所背靠的业务主管单位,官办基金会拥有了实质上的全国性组织体系,在法律不

允许社会组织设立分支机构的政策背景下,这使其相对于民间社会组织拥有了巨大的竞争优势。
正因如此,此类基金会在筹资数量、项目影响力等方面位居行业前列,在民政部迄今评出的

14家5A级基金会中,有3家高校教育基金会、2家国企基金会,其余9家皆为此类官办基金

会。从整体规模上看,在当下中国的七千余家基金会中,个人或民营企业发起的民间基金会数量

占比过半,但资产规模仅占整体的四分之一,系统型、国企型组成的官方基金会数量与资产规模

均超过三分之一[10]。
其二,慈善会系统。慈善会是官办社会组织中较为独特的一类,它是民政部门直接发起成立

并主管的具有公募资格的全国性官办社会团体。全国慈善会系统规模庞大、网络细密。数据显

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县级以上各类慈善会2707家,包括全国性慈善总会1家、省级慈

善会31家、地级行政区慈善会325家、县级行政区慈善会2350家,此外,隶属于县区级慈善会

的慈善分会及慈善联络站目前有62342家[11]6-10。借助其全国性组织网络,慈善会所吸纳的社会捐赠不

菲,大部分时间均占社会捐赠总额的30%左右。值得一提的是,慈善会系统在互联网筹款中也表现亮

眼。以2021年的 “99公益日”为例,共有62家慈善会参与,共筹得资金18.27亿元,占 “99公益”
日总筹款的45.1%;全国筹款前50家机构中,有13家均为慈善会,筹款总额占top50的50%[12]。

19



第3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25年

其三,各类行业协会、商会、学会、研究会与联合会。这些组织是社会团体中的主力,其中

行业协会和商会主要发挥政策咨询、协调、代表、服务等功能,2005年政会脱钩改革前,行业

协会和商会对政府的依附性较强[13]。2015年启动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主要是

为了切断行政机关与行会商会之间的利益链条,解决行会、商会依托行政权力和行政职能乱收费

等问题[14]。但即使脱钩改革后,多数全国性行会、商会的负责人多为前政府官员、现国企领导,
或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类学会和研究会亦然,只是受到党政机关干部原则上不得兼任全

国学会负责人的规定[15],因此学会领导更多源于人大或政协系统。因此,此类组织也具有鲜明

的第三领域属性,只是在 “社会性”维度上更偏重于 “互益性”。
(四)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农村村民委员会和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处于 “国家与社会交汇点并衔接科层体系与社会网

络”[15]的位置上,因此天然地具有第三领域的潜质。现实亦是如此,从法理上看,农村村民委员

会和城市居民委员会属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但在具体的实践中,村委会或居委会行政化是长期

而普遍的现象。村 (居)委会的人员任命、资金来源、重大事项决策、日常运作等方方面面,均

体现着显著的 “官民二重性”。
基层治理中 “国家性”和 “社会性”的张力、纠结与并存,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深化。

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基层社区既是国家政权的末梢,是组织渗透、动员群众、控制社会的

“触角”,也是社会治理的前端,是落实上级政策、提供公共服务、扩大居民参与的 “抓手”。因此,
从巩固执政基础、防范统治风险的角度看,基层治理不可能完全社会化,基层群众组织也不可能只有

民间性、自治性;反之,从节约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能的角度看,基层治理不可能完全行政化,基

层群众组织也不可能只有官方性、政治性。在这个意义上,基层第三领域是最具韧性和生命力的。
(五)具有政治性的民间组织

近年来,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全面铺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建立社会组织党

组织17.1万个[16]。《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试行)》提出要加强社会组织党

建,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目标,其具体手段包括按单位、行业、地域设立党支部,开展党

建活动,在登记、年检、评估等环节纳入党建指标等。政党之所以能够动员社会组织参与党建,
在于其可以为社会组织拓宽资源渠道、增强政治合法性,并在制度层面赋予社会组织负责人以政

治身份 (如青联委员等),从而增加其社会资本[17]。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组织领导人得到政治吸

纳,社会组织从章程文本、治理结构到日常运作,都在一定程度上被 “政治化”。
社会组织党建是一种对存量民间社会组织进行政治吸纳与统合的策略,与之形成对照的则

是,由党的部门 (如统战部门)动员、引导、支持其所联络的社会群体 (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参与到公益慈善、社会治理与三次分配等过程中来。许多人士因此响应号召,创设公益组织,发

起慈善行动。此类增量社会组织与公益行动,从一开始便具有 “政治性”。如果说此前由政府部

门通过设立孵化器,以资金支持、能力提升等方式培育和扶持初创期社会组织的做法,可以被视

为 “行政性孵化”的话,那么如今统战、社会工作等部门的做法则可视为 “政治性孵化”。但无

论何种策略,均使得国家权力渗透程度得以提升,使得从法人身份来看属于民间组织的机构具有

了政治性,从而扩大了第三领域的范围。

四、对当代中国第三领域演生逻辑的解释

(一)理解第三领域演生趋势的一个综合性框架

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第三领域内部形态的单一或丰富、范围规模的膨胀或收缩,是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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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化而呈现出显著差异的。那么,应该如何认识第三领域的此种古今之变? 什么因素、何种

机制塑造了第三领域组织的演变趋势? 本研究尝试提出一个综合性框架,以理解第三领域的历史

演变规律。在该框架中,传统中国第三领域的范围和形态是被解释项的状态之一;同样,塑造传

统中国第三领域的力量和机制,则是解释项的取值之一。
黄宗智认为,为了克服由于行政层级过多和指挥链条过长而引起的对皇权的个人忠诚的衰

减,以及受制于有限赋税下治理成本的约束,传统中国在维持中央集权制的同时,在基层选择了

一种简约的行政方法,即依赖准官员与纠纷解决的半正式治理。这是一种高度中央集权但低度基

层渗透的治理体系,黄宗智称之为 “集权的简约治理”,第三领域正是在 “集权的简约治理体系

与相对被简约治理的基层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中”[18]所逐步形塑出来的。在黄宗智看来,“集权

的简约治理”以马克斯·韦伯 (MaxWeber)的 “科层制”和迈克尔·曼 (MichaelMann)归

纳的关于西方封建时代 “低中央集权-高基层渗透”的治理体系为对标概念,其核心要素与关键

特征便在于对于准官员群体和半正式机制的依赖、对于基层的低渗透度以及较低的科层化程度。
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规模相对稳定,因此,第三领域范围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权力的渗

透程度单方面塑造。然而,在现代社会,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程度不断提升,以中产阶层和市民

群体为主体,以各式自发集体行动、虚拟社群、非正式草根组织或正式社会组织所构成的 “社会

空间”持续壮大,这一 “社会空间”与 “国家”交搭融合孕育的新兴第三领域也不断勃发。为

此,必须同时从 “国家侧”与 “社会侧”及其两相互动中理解第三领域的生成和演变。一言以蔽

之,第三领域是国家与社会交叠重合所生发出来的,第三领域的胀缩变化规律也应该从 “国家权

力渗透度”和 “社会力量发育度”的博弈互动中得到理解。
本研究的 “国家权力渗透度”这一表述,借鉴自迈克尔·曼的重要概念 “基础性权力”,它

指的是 “国家实际渗透到市民社会,逻辑上在整个统治领域内有效实施政治决策的能力”,它代

表着 “国家通过自身的基本结构渗透并集中协调市民社会活动的权力”[19]。基础性权力建立在国

家 “对后勤的政治控制”之基础上,这些有助于渗透社会生活的关键后勤技术 (logisticaltechniques)
包括助力稳定传输信息和编纂法律的文字,货币和度量衡,道路设施、交通运输工具和通信技术等。
因此,国家权力渗透度主要受到权力的 “基础结构”或 “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的影响[19]。

“社会发育”根源于人们本能、自发地与他人发生关系、建立连接、进行互动的需求,因此,
有人的地方必然就有社会。社会力量发育的程度、规模和样态则受到经济形态的显著影响。农业

经济下,人们高度依附于固定的土地,流动性低,所谓社会主要是指以村庄、集市为载体,依托

于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 “乡土社会”。工商业经济下,社会的空间流动性大幅增加,越来越多的

人离开农村。进入陌生化城市的原子化个体,天然有着与他人建立关联、结成团体的结社需求,
并据此开展着相应的行动。其中,同乡关系依然是联系个体、结成组织的重要纽带[20]。此外,
既有依靠业缘关系得以联结的商会[21],亦有作为工商业配套建制的专业协会;既有出于共同兴趣爱

好会聚而成的文化娱乐类社团,如讲学会、怡老会和各类风俗会社[22],亦有出于扶危济困、怜老恤孤

等价值共识而成立的善会善堂[23],此类结社可统称为 “市民社会”。迨至互联网经济兴起,志趣相投

的人们更是可以超越于地域的囿限,在虚拟空间中结成社群,“虚拟社会”由此发育而出。
乡土社会、市民社会和虚拟社会三者构成了 “国家”与 “社会”互动的不同场域和界面,第

三领域组织实际上便是国家权力渗透到这些空间和场域中并最终形成的。不同时代 “社会”的主

要阵地发生迁移 (如从乡土社会转向市民社会),这也导致了第三领域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不

同形态和构成。
此外,在第三领域中,国家权力渗透度与社会力量发育度均受到 “外部力量”的影响。尤其

是在全球化影响下,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既在国家侧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技术方面,受到以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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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先发国家治理模式的影响,也在社会侧的结社技术、公益发展模式和集体行动策略方面

受到源自西方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影响。将这些力量和机制加以组合,本研究建立起解释第三领

域古今演变的框架 (见图2)。

图2 第三领域演变的解释框架

国家权力渗透度有高有低,社会力量发育度或强或弱,依靠这两个维度,可以建立不同历史

时期第三领域的分类矩阵 (见表1)。从封建帝制时期到民国时期,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

放前,及自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权力的基础结构和技术设施差距显著,经济形态变化明显,
开放程度以及受外部力量影响的深浅也大为不同。由此带来了国家权力渗透度和社会力量发育度

的高低强弱,最终塑造了不同时期第三领域的范围大小和形态差异。

表1 不同时期第三领域的分类

国家权力渗透度

高 低

社会力量发育度
高 Ⅰ改革开放以来 Ⅲ民国时期

低 Ⅱ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Ⅳ封建帝制时期

从传统到当代,第三领域遍及基层治理、纠纷调处、县域行政体系、行业协会商会以及教

育、医疗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中,并且表现出鲜明的历史连续性,对此,前人已论述颇丰。本研究

侧重于关注尚还薄弱的公益慈善、社会组织中的第三领域现象 (这在前述当代中国第三领域组织

的谱系中,对应的是官办基金会、慈善会和部分政治化的民间组织这几类组织及其开展的活动,
本研究将之命名为公益慈善类第三领域),并截取婴幼儿与青少年慈善事业这一绺切片,梳理其

古今变迁,结合前述框架,理解第三领域的演生规律。
(二)公益慈善中的第三领域:从传统到现代

受今日 “国家-社会”二分观念的影响,学者们往往会从国家/政府的救济、荒政与社会/民

间的慈善、互助两个方面,探讨传统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在组织化层面,前者包括政府举办的

针对鳏寡孤独者的收养救助机构,如南北朝时期的六疾馆、孤独园,宋时的居养院、安济坊,元

明清的社仓、养济院等;后者包括各类民间自发的互助、慈善机构,如早至南北朝的尸骸掩埋组

织 “义”,唐时由佛教寺院兴办的具有浓厚宗教性质的悲田养病坊、福田院,宋时依托宗族设立

运行的义庄,以及明清时期蓬勃发展的善会善堂等[24-25]。
然而,以外来的视角看待本土,以当下的尺度裁剪过去,难免会有种种不适。中国的官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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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并非二分,国家与社会由来一体,并因此互塑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第三领域。在官方一

端,即使是被视为 “国家慈善的巅峰”的宋代,一些由国家办理的救助机构,诸如杭州安乐坊、
淳安县安养院等也受到地方社会的捐助[26]。社仓被视为官方救灾备荒的基础设施,但雍正年间

设于乡村的社仓由民间推举社长管理,积谷来源既包括官府调拨,也包括民间捐输,且为了鼓励

民间捐输,还特地制定了分等定级式的奖励体系[27]。即使传统上被认为是国家专属空间的荒政,
实际也依赖地方慈善事业以及商业力量集体性地组织和完成,更重要的是,赈局管理者并未以地主

的身份参与赈灾,“实际上是半官方雇员,他们是代表地方政府行动…… (并)受政府控制”[28]261。
此种对于准官员的依赖,与黄宗智关于清末民初纠纷调解和基层治理的研究发现是相通的。

同样,在民间一端,前述 “义”在敛骨掩骸之外,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到散给食物、免费医

疗,其成员中也不乏官员群体[29]108。唐代由佛寺创立主持的旨在 “矜孤恤穷,敬老养病”的悲

田院,后由政府改制为养病坊,“置使专知”,且以利钱支付额外经费,负责收管乞儿[7]30-32。即

使是被视作 “公共空间”或 “市民社会”典型证据的明清善会善堂,事实上也并不带有与国家相

对抗的色彩,反之,二者的关系是 “和谐而互赖”的[30]233-238。在此类组织的慈善事业运行中,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相互交易与协商才是社会的主流”[31]353,且此种非零和互动所形塑出的

空间在意识形态和行动策略上均是保守的,旨在以施善为媒介传播并捍卫主流道德观念和意识形

态[32],成为一支稳定社会、巩固政权的力量。
婴幼儿和青少年细分慈善领域亦然。传统中国社会中面向未成年的专门慈善机构集中于明清

时期,包括救助弃婴的育婴堂和保婴会,与收养孤苦儿童的恤孤局、抚教局和及幼堂等[24-25]。
这些组织的创办者往往是有功名职衔在身的地方绅商;资金来源中,既有创建者团体内部自筹、
民间捐献和地产经营收入,亦有政府补助。朝廷和地方政府则深度介入机构的创办和运营过程,
包括下令各地仿照推行,通过赐匾题字、御制记文、封授虚衔的方式予以嘉奖鼓励,将育婴机构

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给金银粮米等财政补助或带头捐资以及对下属官吏或商铺富户进行劝募,
甚至直接委派官员取代原有董事进行管理运营[29]59-72,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官督民办、官督绅办的色彩。

清末民初的慈善事业日趋活跃,且呈现出前代不曾有过的新态势。一方面,公益慈善组织的

“中介化”和 “专门化”程度不断提高。传统社会中的慈善往往在施善者与受助人之间面对面直

接展开,但是从晚清到民国时期,慈善组织开始承担资源募集、项目设计、执行实施等功能,
“成为协调救助对象与慈善救济活动家的桥梁和培养并输送慈善活动人员的基地”[33]165-166,这一

过程也受到在华国际慈善机构的科学公益实践和慈善运作模式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慈善组织开始从分散走向联合、从个体化走向团体化,一些慈善联合会涌现。

据统计,民国年间成立的较大规模的联合性慈善团体便有二三十个,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京师公

益联合会、恒善总社等[33]163-166。对于这一隅新发育出的社会领域,政府也尝试介入并塑造。比

如,1935年成立的北平慈善团体联合会由北平公善养济院、北平家庭福利协济会等26家机构组

成,主要面向婴幼儿教养、慈善教育事业,其号召发起方是当时的行政主管部门北平市社会局,
甚至其中还有一家组成团体为市公安局[34]256-263。同时,根据组织大纲,联合会名誉主席由市长

担任、副主席由社会局局长担任,从中已可窥见今日慈善联合会、志愿联合会的影子。
民国时期的青少年慈善事业画卷上,北京香山慈幼院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该院由熊希龄

创立,前后维持了三十余年。慈幼院主要面向各类贫苦子弟,包括各地因灾害而丧亲的孤儿,阵

亡军人、捐躯警察、革命先烈的遗孤以及各类遭受遗弃或暂时无力抚养的孩童等,并为他们建立

了覆盖从出生后至大学前的完整养教体系,包括婴儿抚育,幼儿教养,中小学、职业技术和师范

教育。该机构也是典型的第三领域组织,其创始人曾担任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务总理,机构的创办

资金源于其主持顺直赈灾后所余之官款 (约占1/3)和京畿水灾筹赈会所掌握的民捐 (接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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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常运营经费既有政府拨付的盐余常款,亦有两淮盐商的捐助款项[35]608-663。
对于此类慈善组织的日常运作,政府也在强化其渗透和干预。在民国时期,首先出现了针对

公益慈善团体的专门行政管理机关,且立法机关与政府部门逐步推出专门性的法律、行政规

章[34]256-263,公益慈善事业管理的法治化、制度化程度不断提升,但终究受制于有限的国家能力

和行政资源。国家和行政力量所无法触达的空间,则由社会发育出的力量补充占据。民国时期因

此成为慈善家、组织和行动发达的年代。这些慈善家 (张謇、熊希龄、沈敦和等)大多身兼政治

家、绅商与士大夫等多重角色,其慈善义举的资金来源也往往多种多样,他们的组织和行动开辟

出了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 “第三领域”空间。
(三)当代中国公益慈善中的第三领域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权力大幅延伸渗透,社会空间受到挤压,原有慈善机构或被清理取缔,
或被整顿改组为官办救济机构的分支,或是相应的公立学校或医院等[36],慈善性质的第三领域

范围和规模因此大为压缩,样态也极为单一。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性社团只有44
个;1965年不到100个,地方性社团也只有6000个左右,主要是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

等群众组织和人民团体[37],基本被纳入政府救助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财力充裕,许多过去的慈善事业逐步由政府接管,纳入公共服务范

围。如民国时期的婴幼儿救济或青少年教养机构的职能,逐步由儿童福利院等官方事业单位接

管。当然,事业单位亦接收部分民间捐赠,这使得其或多或少地具有了第三领域性质。当民众的

生存性需求由政府接手回应后,慈善组织转向满足受助对象的发展性、个性化、小众化需求。本

研究基于青少年和婴幼儿领域的慈善机构和公益项目,来探讨当代中国第三领域相比于既往状态

的延续和变迁。
当代中国规模较大、持续较久且影响较广的青少年和婴幼儿公益项目,如 “希望工程”“春

蕾计划”“慈爱孤儿”“慧育中国”和 “爱佑童心”等,大多是由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儿童少年基

金会、慈善总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爱佑基金会等官办基金会发起运作。这些官办社会组织

作为国家机关或群团组织的派生机构,是国家权力渗透度提升的显著表现。
同时,在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源于欧美的社会治理理念和策略,如新公共管理、第

三方治理、多中心治理、协作治理等治理思想和技术,也对政府的行为取向和政策选择影响巨

大。无论是为了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抑或为了创新治理模式、化解社会矛

盾、重构政府的灵活性和弹性[38],发展 “信得过、靠得住”的社会组织,依托社会来治理社会

成为政府的普遍选择[39]。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传统中国第三领域的出现尚有政府受限于

治理成本之下被动的 “不能”因素,那么,当代中国则增添了些主动的 “不为”成分。
社会力量的发育则是改革后市场经济下的必然产物,是市场经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自然

结果。商人群体有建立联系、互通有无的需求,行业商会于是应运而生;专业技术人员有交流互

动的需要,协会遂承担了这一功能;企业有建立良好形象、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设立基金会便

成为自发选择。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带来贫富分化,客观上驱使着三次分配机制的出现和运

作,作为中介的专业化公益组织就此产生。事实上,“希望工程”这类面向农村贫困地区青少年

教育的公益项目,能够在30多年来持续吸收200多亿的社会捐赠,惠及超700万学子,其根源

正在于市场经济下扩大化的地区差距、城乡差异和教育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痛感及改变的努力。
上述种种动力所催生出的新兴社会力量游离于国家之外,引发国家采取分类控制、设置功能替代

的相似组织、党组织建设和活动开展等策略[2],新型的第三领域空间得以拓展出现。
对外开放政策也影响着社会力量的发育程度。开放使国外有形无形的资源得以进入中国,改

革开放之初,国内慈善组织和项目几乎是 “喝洋奶长大的”。随着本土慈善资源逐渐丰富,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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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资金的影响力日趋薄弱。研究团队对2007-2014年的 《中国慈善捐赠报告》进行梳理发现,
境外捐赠占比从27.86%持续下降至5.62%。相较之下,理念、知识和方法论层面的输入,时至

今日依旧在持续发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 “全球公民社会”潮流波及中国,境外强大的全球

性NGO通过研究资助、专业培训、能力建设、倡导游说、国际交流等方式进入中国,凭借其强

大的示范作用,输出其价值观、知识、技能、组织和行动模式;借助媒体宣传和学术资助,渗透

到各类研究与出版活动,从而获得强大的话语权;通过行业、机构和项目培育,影响国内公益组

织的活动领域和行动方向;借助培训、进修、访问、交流、论坛和年会等渠道,灌输其结社观念

和策略。时至今日,源自美国、英国的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社区基金会等思潮和实践,依旧

作为无形资源输入到中国公益领域中。这些行动对中国本土慈善组织的价值理念、功能定位、治

理结构、管理方式、项目运作方式、筹资策略、责任意识、组织文化,对于公益行业的监测评

估、咨询培训、研究方法以及人力资源均产生着深刻影响[40]。
整体而言,在国家端,国家向社会进入、渗透的意志并无变化,变化的是渗透能力和技术策

略;在社会端,中国本土内生的社会力量较少与政府相抗衡,更多是作为国家的一种补充和支持

力量的存在,建立在国家-社会二分基础上的对抗性结社理念更多是外来的。需要看到的是,在

国家权力渗透度大为提升的当下,这种纯粹的民间社会空间终究是狭窄而有限的,更多是或主动

或被动地与国家相融合互动,进而形塑出样态丰富、规模庞大的新型第三领域。

五、结论与讨论

第三领域开创性地发掘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交叠混搭的空间与实践,挑战了国家与社会 “二
元对立”的传统观念和范式,并提示了两者二元合一、良性互动的可能性,是极富启发性和生长

性的学术创新。比之于传统中国,或许第三领域在当代中国情景中所对应的经验现实要更为广阔

深厚,也更具深挖细凿的空间。以第三领域为透镜,本研究发现了诸多此前研究者重视不足的鲜

活经验与组织类型,并尝试将它们放置在有关第三领域组织的整体谱系中,从而拓展了这一概念

的外延,也从新的理论视角重新解读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 “官民二重性”现象。本研究认为,
这种新型的第三领域,其萌生时的初始条件,其发展的动力源泉,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已经与传统

第三领域颇有不同。为此,本研究尝试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中,从 “国家权力渗透度”与 “社会力

量发育度”的双向互动过程去理解中国第三领域的延续与变迁,无论是其内部构成还是演变趋

向。在这一框架中,传统中国的第三领域是阶段和取值之一。
第三领域是一把理解当下中国治理实践的有益钥匙。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扮演过渡和衔接角

色,发挥双向桥接和中介作用的第三领域组织,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身兼两种类型组织之长:一方

面因其 “官方性”,能够精准把脉政府需求、吃透官方政策并借力行政资源;另一方面因其 “社
会性”,便于吸收企业和公众资源,同时凭借其独有的灵活性和自由度,在政府不便尝试的领域

进行社会创新和先行探索。此种双重属性及其优势,在依托于官办基金会 (一种典型的第三领

域)而展开的政府、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共同生产、伙伴关系和跨部门合作,并合力提供公共服

务、解决社会问题与回应民众需求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黄宗智所言,“历史已经告

诉我们,国家和社会在第三领域的良性携手,能够释放出极大的能量”[3],这一论断在当下中国

有着更为丰厚的经验根基。
最后,本研究旨在提供一个分析第三领域的整体框架,但既得全面之利却不免有粗疏之弊。

尤其是受限于学科和视野,对于历史上公益慈善组织及其行为的叙述更多地借助于二手文献而非

一手档案,在探讨第三领域的生成与演变时,对于国家权力如何渗透、社会力量如何反应,以及

79



第3期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25年

二者博弈互动的具体过程及相互塑造的机制展开过于单薄、有欠细腻;同样,在第三领域中,多

元治理逻辑之间的调适,国家性和社会性的融合及其对中国政府行为和社会力量发育的后续影响,
也值得进一步发掘。对于当代中国的第三领域探讨,本研究尚只是开始,期待它能引起更多回音。

(感谢黄宗智、康晓光教授对本文的指点。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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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the“ThirdSphere”ofContemporaryChina:
InnerGenealogyandEvolutionaryLogic

LiYi/WeiPeiye

Abstract:Theextensiveanduniquephenomenonof“officials-civildualism”prevailingin
contemporaryChinesesocietycanberegardedasa“thirdsphere”shapedbytheoverlappingand
interactiverelationshipbetweenthestateandsociety.Byexaminingtheinternalcompositionof
thisnovel“thirdsphereorganization”incontemporaryChina,wefinditcomprisesthemassor-
ganizationsandnon-registrationassociations,thepublicaffairsinstitutions,theofficialsocialor-
ganizations,thegrass-rootsmassautonomousorganizations,andthenon-governmentalorganiza-
tionswithpoliticalnatureamongothers.Aunifiedclassificationsystemcanbeestablishedtocat-
egorizethesedifferenttypesoforganizations,therebyexpandingtheconceptualboundariesofthe
“thirdsphere”.Thethirdsphereemergesasaresultoftheinterplaybetweenthe“penetrationof
statepower”andthe“developmentofsocialforces”.Thedegreeofstatepowerpenetrationis
primarilyconstrainedbytheevolutionofthefundamentalpowerstructureandinfluencedbyfor-
eigngovernanceconceptsandtechnologies.Conversely,thedevelopmentlevelofsocialforcesis
largelyaproductofdifferenteconomicformations,whilealsobeingshapedbyexternalideasand
strategiesregardingassociations.Basedontheseinsights,thisarticleconstructsaholisticframe-
worktoexplaintheexpansionandcontraction,emergence,andevolutionofthethirdsphere,

whichisfurtherdemonstratedthroughthehistoricalchangesincharitableorganizations.
Keywords:Officials-civilDualism;ThirdSphere;CentralizedMinimalism;Penetrationof

StatePower;DevelopmentofSocial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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